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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

“中国式现代化”

引言

今天，我们踏着第一讲提出的“一分为三”的脚步，进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体会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逻辑力量的伟岸与强大，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只有摆脱西方柏拉图主义 

的二元对立思维，才能形成对现代化的理性判定，研究现代化的哲学基础不是一分为二，而 

是一分为三。消极的悲观与盲目的乐观均不可取，理性、冷静的态度是“直观”,就中国而 

言，其宏观历史、微观历史以及中观历史一饮食史、科技史、服饰史、艺术史、改造

自然史、农业史、植物与动物驯化史等，都包含着中国智慧、中国理解，中国内涵，中国意  

义以及中国关怀，特别是那些外语不能翻译而须要直接采用汉语拼音来翻译的专业概念与词  

汇，他们是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特性最为直观的表征一例如京剧”、豆腐、单位、关系， 

天、道、大一统等，以后英语中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现象的中文拼音词汇可能会越来越 

多，因为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化之特性的很多词汇，在英语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

一个能够用一道菜，一幅画，一盆景将宇宙之美艺术化地呈现在一个微小空间中的民族， 

其对宇宙终极法则的理解能力一定是非常强的，虽然中国人没有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  

所说的那样发展出近代科学，但是中国

京剧曾有英文译名为Baijing Opera,但并不能表现其意蕴，之后只能用汉语拼音表达 

其意思。



人学习现代化、践行现代化的能力超凡绝伦。不难发现，世界上学习能力最强的民族之一就 

是中华民族，虽然自近代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城中，中国人的原创能力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 

喷涌而出，但中国凭借超强的学习能力弥补了这一短板，缩短了这一距离，所以，中国的现 

代化既不是源于单纯的外部刺激的产物，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中国中心观的产物，而是中国人将 

外部压力，经过创造性的实践，转化为自主行动，自主探索的结果。以这样一种一分为三的 

哲学工具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才能跳出极化思维和二元对立的世界，确立一种理性 

而又冷静的理解进路，

今天这一讲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平和、理性、冷静的思路，来分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模 

式。我们分上下两部分进行讲解，上部“中国的现代化”讲述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其中 

主要包括动因，起点、过程，路径、学习和借鉴等，下部“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揭示历史变 

迁与历史突破背后的逻辑与规律，主要包括形态(pattern),  框架(framework), 模式(model),   

道路(road)、体系(system),制 度(institutions).轴线(axis)等.

上部：中国的现代化

我们试图通过七个命题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1)帝国伤口：(2)精英觉醒：(3)现代试验：(4) 

政体变革与资本主义道路；(5)国家统一与官僚资本主义道路：(6)社会革命与共产主义道路。(7) 

重构国家.

一 、帝国伤口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帝国伤口”这个命题主要是通过由表及里的四个层次得以逐 

步展开的。第一个层次是“面子伤口”,即礼仪之争，这是不致命的，甚至对帝国的肌体都 

没有伤害。礼仪之争中最极端的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拜见乾隆：清朝人规定马戛尔尼需要 

三拜九叩，下跪。这一次外交事件最终演变为对“跪还是没跪”的闲剧式细节追问——如果 

一个国家



2010年。

已经达到了一种对诸如此类的外交细节事无巨细的关注程度，那么这个国家肯定存在着间 

题，因为这些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问利益的交往，而第二个层次一“肌体伤口”主要 

指的是鸦片战争与条约体系，第三个层次一一“尊严伤口”指的是甲午海战，第四个层次一 

“致命伤口”则指的是国家失败，从甲午海战发生的1894 年，到中国GDP超过日本的2010 

年——中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实现了翻转。

图2.1陈旭麓及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书影

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指出：“炮口下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精神冲  

击，而且使西方人的意志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而成为近代中西之间的第一组条约。随后的一百  

余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多个，条约的网络编成了所谓条约制度：外  

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规，改道变形，这  

个制度的起点正是鸦片战争后的第一组条约。”“这也是费正清(JohnK.Fairbank)等许多外国学  

者和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时分析出的一个重要阶段，即“条约体系”阶段，”面对如  

此残酷的条约体系，只靠个体，家族或者某一功能性组织、某一阶层的崛起，是无法撼动的。 

最终的结果是：这一千多个

”陈旭慧：《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第55页，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不平等条约只能依靠国家力量的崛起来彻底终结，

可以说，甲午海战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的反转，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一书 

中表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 

陆上。日本在平壤把李鸿章的淮军打得落花流水，在海上，中国的境况更为悲惨，……日本 

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 

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 

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  

作战，西方观察家就精辟地将这场战争称为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见，日本当  

时的现代化已经成功，而中国这一代人三十年的自强基本上是失败的，顾炎武先生曾系统性 

地阐述了这一现象，老百姓之所以对当时的国家存亡不关心，是因为当时是“亡国”,而非 

“亡天下”。华东师范大学的著名学者杨奎松先生认为，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直到抗日战争才得以觉醒，“甲午海战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前的中国现代化学习西 

方，甲午战后开始学习日本，梁启超是代表知识分子群体之转变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表示甲午  

海战的失败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日本与中国问处亚洲，同文同种，情势风俗 

相近，易于仿行。以日本为中介师法西方，”“在研究日本时，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 

问题：中日之间在地理上，文字上如此之近，为何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别如此之大?而从政治 

界来看，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不可谓不深远，中国近代以来留学日本的著名人物有周恩 

来、鲁迅、郭沫若、李大钊、陈独秀、蒋介石、郁达夫、李叔同、秋瑾、蒋百里，陈寅恪、 

周作人、王国维，汪精卫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271-273页，

杨奎松：《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 

1期，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等---这些人与留学欧美的人情况不同，他们都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与意识形态， 

而留学欧美的人则更多专攻于科技，

在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关于现代化动因的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动因 

首先不是单一的“冲击一回应”模式，“其次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中国中心观”这样非此即 

彼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动因的判断，背后的哲学基础都是“一分为二”思维逻辑的体现；而在  

“一分为三”的视角下，中国现代化的动因则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  

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乃是一个外部压迫下的民族危机转化为自身主动探索的  

积极过程，无论是近代以来的有限现代化还是当代中国的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都是在与世  

界的对接中，形成了自主性的现代化行动。“民族危机转化为积极行动”的变化是不容小觑  

的，因为许多民族都存在着民族危机，然而它们未必都能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行动，譬如非洲、 

印度等国家的民族危机都未转化为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积极行动，

二、精英崛起

有一些学者批判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明清之后进入到了“奴性化”的阶段，这样的说 

法是不准确的，如果简单地使用“奴性化”来概括明清以降知识分子的特征，那么为何会出 

现顾炎武，黄宗羲以及近代以来一大批如鲁迅这样的学者?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在中国文化 

中开辟出了一条中庸的道路，他们有一个特点。即无论受到多大委屈，他们都不会讲述、抱 

怨，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的基本特征是道、学、政三者相统-道”是指天道，即 

一种价值体系；“学”即学问：“政”即服务于统治者和国家，

费正清，邓嗣禹，《钟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北京：民主 

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

”杜维明、《道 ·学 ·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3年，



中国历史从乾隆时期的“独尊时代”到被称之为“觉醒时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转折， 

是精英崛起最为形象的展现--值得注意的是，其并非人民的觉醒，而是精英的觉醒。人民作 

为一个整体的觉醒则是在马克思主义输人中国之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才逐渐进入历 

史舞台中央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群体，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他们赖以立身立心 

的知识资源，以及他们自身的特质，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所构成的人类文明舞台上，都是 

难得一见的。虽然中国传统中直接孕有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是极为稀薄的，然面传统思想提供 

的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与思维方式在终极依据上，与现代知识具有潜在的相通性；依靠传统思

想武装和养育的文化精英，一旦实现向现代的转化，便具有超强的接纳现代知识的能 

力与禀赋。

图2.2沈周《京江送别图》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像明代的大画家沈周一生没有参 

加科举，一辈子没有功名，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当时知识界甚至政治界的地位。近代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类型分化就更加快速了。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商业家和实业家这些精英群 

体的崛起，成为最为靓丽的历史风景线，我们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其他国家不曾 

有过的现象，那就是在海外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渴望回国效力，在海外有成就的企业家在改 

革开放之后纷纷回国投资，在华人心目中，我们感觉国家情怀类似其



他文明的宗教信仰，是铸造人生价值的精神支柱和终极寄托。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庚武先生 

曾写过一本名为《天下华人》的书，其背后就有着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国发 

展之联系的关切。苏基朗为该书撰写的序言的题目-一古今生民命，天下华人心，可以印证 

我们以上的判断，“譬如，在2024年8月逝世的李政道先生，在去世之前就交代子女，关于 

自己的纪念活动都在“祖国”举行，他并非如许悼云先生用“母国”这个词，面是祖国一- 

李政道先生也是典型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

精英觉醒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精英从单一类型向多元类型开始转变，费孝通曾表示中国 

古代的读书人是文字塑造的权威，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缺乏实践能力的阶级。其实，中国 

知识分子的面貌并非完全如此，总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是通过义理、考据、辞 

章和书画支撑起来的群体。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明代的沈周，他的书画支撑了读书人的精神世 

界，书画就是中国文人的“圣经”。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坚定的看法，那就是像中国这样一 

个能够通过一幅画将宇宙之美压缩到一幅画上的民族，一定是了不起的民族，例如，《三国演 

义》对中国的影响之所以超过《三国志》,是因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不是藏在诸如《三国志》 

这样的正史里面，而是藏在文学作品之中，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的类型已经有分 

化的迹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掌握义理之学的正统学人，但这并不能否定像沈周，罗贯 

中，蒲松龄这些边缘知识分子的影响，后者甚至在更深层次上塑造了民族的精神，书写了民 

族的秘史，

当然，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英分化呈现出加速度的演进，这自然是时代使然， 

近代以来的精英类型可以划分为五种：第一种是中兴精英，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 

之洞等，之所以称之为“中兴精英”是因为他们还生活在传统的轨道上以捍卫和兴盛原有江 

山为己任：第二种是改良

。王庚武：《天下华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第三种是救亡精英，包括詹天佑，张謇，丁文江等，第四种 

是启蒙精英，包括胡适、鲁迅等。第五种则是革命精英，包括孙中山、毛泽东等。

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得意门生一芮玛丽(Mary ClabaughWright)--曾经写过一  

本名为《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The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的书籍，“她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放在19 世纪后半期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试图发展费正清 

的“冲击一回应”理论模式，着重论述中国社会内部如何做出回应，她将转变的“内因”化 

约为儒家文化的作用，即儒家文化是如何影响和决定着“同治中兴”的中坚人物奕新、曾国 

藩、李鸿章等和社会精英一一士绅们的生活、思想和行动，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各 

种政策和措施，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失败，芮玛丽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概括为“中 

国保守派的最后抵抗”,其实就是指儒家文化的最后反抗--这里“最后抵抗”就是我们这里 

所讲的“精英觉醒”,在她看来，儒家轻视商业和产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是命定不 

能步人近现代社会的，真正能将中国带人现代化轨道、带入现代世界的，一定不是中兴精英， 

而是被新思想和新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新型精英，

三、现代试验

在清朝灭亡之后，近代中国上演了一系列的现代试验，包括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 

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科学救国论、教育教国论、实业救国论 

等等，但却都失败了，原因是什么?

首要的原因是这些现代试验都“无把握主要矛盾之能力”。当时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外 

国压迫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当时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很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其是主要矛盾，只有毛泽东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是当时的主要矛 

盾，他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能够人木三分地揭示这一时代主要矛盾的人，在当时还不多见。就是毛主席的这一观点，也 

有一些知识分子并不认同.

第二个原因是这些现代试验都“无历史现重建之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大，是因 

为其帮助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历史观重建的问题.譬如吕思魅先生从“三阶段论”对中国历史 

进行分析-部落阶段，封建阶段，郡县阶段--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中国共产党则有着自己的 

一套历史观，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提供的理想社会设立了一个历史中的神圣彼岸，这一 

神圣彼岸与现世的张力激励或要求每一个人的献身。"这两大原因直接决定了所有现代试验 

注定是无整体革新之能力，无长远支撑之能力、无动员人民参与之能力，既然是在以上五个 

方面都存在着致命的短板，现代试验均以失败而收场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政体变革与资本主义道路

按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政体变革，一个是从 

封建制到郡县制，另一个是从君主制到共和制。“在完成了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之后，中国 

社会在1911 年到1937 年之间出现了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精英人物的成 

长速度非常快，然面，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时期隐藏着一个诡秘而又残酷的事实，那就是：这 

个时代只有精英的觉醒而没有人民的觉醒，只有精英的幸福而没有人民的幸福，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说道：“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 

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 

把革命和现代化混为一谈的现象加

刘小枫《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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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澄清，日本和其他新型工业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成就表明，经济腾  

飞完全可以不经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尽管从长远来看，这种腾飞会导致社会革命  

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诚然，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正是这  

个阶级，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经济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数十年的历程中，它认真地  

探究着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求并实践了各种可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在白吉尔看来， 

中国应该依靠资产阶级面不是依靠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与现代化，故在他眼中中国共产党进行  

革命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革命”与“现代化”两者基本是一体的，然 

而，白吉尔却认为，革命与现代化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要分开讨论。1911年到1937年这段 

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趣的一段时间，凡是这段时间所呈现出来基本都是一种美丽的文 

化想象，即达官贵人们所展现出的富丽堂皇之气象，所以在白吉尔看来，民国时期的最初十 

几年(1915-1927),是中国资产阶级鼎盛发展的十几年一1927年以后，资产阶级日益受到国 

民党官僚阶层的压制和归并，在国家处于一盘散沙的前提下，资产阶级体现出一种充满活力 

的自发精神。同时，白吉尔也意识到了自己观点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他做了一个补充：资产 

阶级的失败说明没有国家力量亦无法建立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所取 

得的成效，并未导致产生一种新的发展策略，

南通实业家张謇即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觉醒精神，他是清朝末年的科举状元，发现义理、 

考据、辞章无用，于是决定实业救国，这也是当时作为资产阶级的教国精英之群像。在经济  

落后、政治分裂、并严重依赖外国的环境里。单靠市民社会是难以完成艰巨的现代化任务的， 

只有国家才能建立起各种制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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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机构，从而保障国内和平和公共秩序一-这是白吉尔对他理论的一个修正、一个辩护，但 

她仍然认为资产阶级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力量，这一观点提出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以荣毅 

仁为代表的红色商人的崛起，故在当时的白吉尔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有一个一脉相承的 

脉络，

图2.3张謇像

总之，近代以来，随着王朝政权所赖以生存的各种生态环境的改变，与古代政权相隔绝 

的新型要素逐渐生长、蔓延开来，其中由君主专制转向共和体制，乃成为中国制度变革的重 

要象征。当然，这场革命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是不彻底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  

意味深长地说：旧制度崩溃了。但共和派革命竞人之混杂的集团却并未对此作出过真正贡献， 

仅仅充当了无足轻重的支持力量，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不像大家为了把它纳入到固定 

的历史模式中而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而仅仅是中国政权解体的一个简单插 

曲，孙文辞去大总统一事本身就暴露了这个根本没有兵力和收入的共和国的极端软弱性，归  

根结底，在一些政治难民的帮助下，这个共和国只不过是抛弃了由北京政府组成的中央政权 

之虚假权力的绅士们的旧省议会的延续，"袁世凯短暂的专制及其帝王梦的破灭，直接导

致了中国进入了武夫当国的时代。私人军队的崛起和军事集团的登台使得国家被彻底分割，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混杂迷乱的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异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8页。



国内局势，依托单纯政体变苹和资产阶级进行的现代突破是难以完成的。政体变革的局限性 

与资产阶级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是相当不完备的，甚至都难以达到触动表层 

社会结构的功效，更不用说人民的幸福与安康了.

五、国家统一与官僚资本主义道路

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走上了一条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国民党政权性质所决定的， 

这条现代化道路在起点上就是错误的，错误的起点只能孕育错误的结果，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如下，(1)国家建设层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国家统一体系，即一种依靠类似古代的盟誓制度 

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其有着天然的脆弱性一面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统一依靠的是组织的力 

量：(2)空间层面上，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是城市政权与口岸政权；(3)在阶级属性上，是上层阶级 

的政权，(4)在组织维度上，是跛脚的政党政权，(5)在意识形态上，是新旧思想组装的政权一- 

这体现在蒋介石崇尚礼义廉耻与皈依基督教之间的纠结；(6)在权力维度上，是以个人忠诚为 

纽带的領袖制。

尽管蒋介石借助革命力量和古老盟誓制度的混合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但军事集团对国 

家的分割以及真正的国家独立和国家构建并没有完全得以铺开，特别是蒋介石在1921年推 

行清党运动之后，它与传统统治阶级和新型财富集团的结盟，使其彻底丧失了变革中国社会 

的动力。其成功之处充其量是以对银行系统越来越严密的控制而确保了该政权的财政平衡，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已经拥有了相对复杂的阶级结构，它已经完全突破了梁漱淇所

说的“士农工商”“职业分途”的结构，正是这一阶级结构充当了政党赖以诞生的社会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政党与不同阶级的联结，不同政党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以及不同政党对  

不同阶级的动员，直接导致了日后不同政竟的走向与命运，最为明显的就是国共两党之阶级基  

础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其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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